
王振耀：公益行业的发展与社会需求不匹配

社会组织发展水平与社会
需求还不匹配

《公益时报 》：2008 年的时
候 ，您曾感慨汶川地震 “把中国
的慈善水平至少提升了十年以
上”。 十年之后的今天，怎样评价
汶川地震的影响？

王振耀： 现在回头来看，不
只提升了十年。 当年中国全民投
入救灾，以前大家觉得慈善是少
数富人的事，汶川地震后，大家
都知道了，慈善是大众的。 正因
为汶川地震救灾激发出了民众
巨大的慈善热情，才会有接下来
各种政策调整，特别是针对大额
捐赠。

2016 年《慈善法》出台，（速
度） 其实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
期。 2008 年，我在民政部任救灾
救济司司长，那时候觉得慈善法
怎么也得再等 10 年 20 年，或者
可以先通过一个“慈善事业促进
法”。 没想到只有几年时间，就形
成了社会共识。

中国社会的大爱大善，汶川地
震是一个集中的爆发点。这个爆发
点有其基础， 一是中国经济发展
了，二是政府政策开放了，2004年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发展慈
善事业， 及其它一系列政策发布，
鼓舞了社会的慈善热情。

所以现在来看，当时说提升
十年是保守了，根本没想到很快
就出现了百亿捐赠、 企业家裸
捐，与国际公益领域的交流更频
繁，发展出社会企业、公益金融、
绿色金融，一步一个大台阶。 汶
川地震的影响可以说非常长远。

《公益时报》：2008 年中国社
会组织力量还很弱小，他们是否
承接住了社会的热情和期待？

王振耀：不仅当时没有承接
住，我觉得到现在也没有。 我们
公益行业对社会的慈善热情和
期待，最多消化了 20%。

举个典型的例子，很多城市
在推广志愿服务，老年人、青少
年、医疗机构等很多方面都需要
志愿服务，那么我们公益行业在
提升志愿服务专业化方面，有多
少帮助？ 跟一些境外机构在国内
做的项目来比较，我们在专业性
上差距很大。

再比如，现在很多家族愿意
以慈善作为传承方式，而我们的
服务在这方面是对接不上的。

另外，慈善组织的支撑系统
不成熟。 服务不仅仅是指咨询、
注册，还有项目设计等。 慈善家
的捐赠额度已经动辄几十亿，我
们只能设计几千万的项目，能力

上有差距。
总的来说，我们现在的内在

组织方式、行为方式、内在机制，
和社会需求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如果说政府和社会的慈善热情
是一大桶水，那么我们公益慈善
界的习惯架构还是碗。 这是目前
我看到的，也是非常焦虑的。 就
像我们行业内最大规模的那几
家基金会， 资金量其实也并不
大， 让他们再承接几十个亿的
话，确实有点难。

《公益时报》：那么在公益需
求上，这十年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振耀 ：简单来说，就是现
代慈善与传统慈善的变化。 这个
变化其实是从 2001 年之后，最
近这 18 年， 国家的福利制度取
得了长足进步。 在政府没有行动
的时候，主要靠慈善组织，那么
政府有所行动之后，慈善组织怎
么转型？ 这时候，可能就转向跟
政府合作，花政府的钱，接受政
府委托。

此外，对心灵的关注，是现
代慈善的重要内容。 比如留守儿
童、老人的心灵关怀，对家庭暴
力的关注等，这些都是过去关注
度较低的事情。

而在方式上，现在大家关注
影响力投资， 希望做社会企业，
希望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赚
一点钱。 政府现在还鼓励慈善信
托。 很多新的事物扑面而来，我
们公益界还不太适应。

政社协调需要更多沟通

《公益时报》：2008 年的时候，
您还在救灾司工作， 从您的角度
来看， 汶川地震对推动我国防灾
减灾政策、制度有哪些影响？

王振耀：汶川地震对中国的
灾害应急救助体系，是一次巨大
的考验。 中国政府当时的行动和
创造， 其实也为世界做出了贡
献。 后来日本 3·11 大地震，日本
政府专门请我作为专家去做咨
询（那时候我已经离开民政部），
他们很尊重汶川地震的经验。 国
家的四级响应体系、国际合作机
制在汶川地震中得到了体现。 政
府和人民、媒体、国际形成了非
常良性的互动。

中央现在总结经验，专门成
立了应急管理部，把过去的几个
大的应急系统， 整合到一起，从
制度设计上增加了合力，但几个
方面还需要磨合。

《公益时报》：您曾在采访中
表示，从 2012 年开始，政府与社
会组织之间基本形成了良性互
动 ， 很多年前双方是互相埋怨

的。 这十年来，双方之间的关系
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王振耀：以我这个当时的救
灾司司长为例，其实刚开始对民
间组织救灾是不了解的。 2008 年
以前，我们不了解民间组织在应
急响应的时候能有什么作用，只
想到募款、捐款，募款之后也希
望他们打到政府的账号上。 那时
候一般公布三个账号，民政部一
个，还有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 捐款都往这儿打。
2008 年以前是这样的，个别时候
有民间组织来救灾了，我们觉得
来了也没跟我们协作， 怎么回
事？ 而社会组织则觉得政府也不
跟我们沟通，有时候互相有点埋
怨。

汶川地震带来了很大的改
变。 刚开始也没想着民间组织有
多大作用。 地震刚发生的第一
周， 民政部没有开门接受捐款，
鼓励向民间组织捐款。 很快大家
觉得大灾面前政府必须要综合
协调，就先公布了十几家公开募
款的机构， 有的组织没在名单
上，就来找我们，说你看民政部
批准的我们的章程里，写着有救
灾，我们觉得的确应该鼓励。

互动、 学习就是这样开始
的，而且是很生动的学习。 那时
候手机通讯已经方便了， 往往
一个电话直接打过来：“我们应
该去哪儿啊？ ”就开始协调，后
来甚至国际民间组织， 我们也
来协调， 之后的沟通就越来越
顺畅。

开始双方只是接触， 到汶川
地震是爆发。这期间有 2005年的
中华慈善大会，从 2005年到 2008
年，不断有对话。这也得益于民政
部将慈善处设在救灾救济司，这
样救灾司就必须推动慈善工作，
工作之中就理解了慈善组织，救
灾就自然和慈善融合了。

2005 年中央号召共产党员
献爱心，中央政府的公务员钱也
不多，但也都捐，领导也捐。 捐的
时候大家就发现，操作上有很多
方法需要改进。 自己一捐才发现
捐赠时候的焦躁， 需要透明、需
要回馈，也讨论怎样免税。 政府
工作人员对慈善捐赠都有了认
识，政策调整也就容易了。 这是
其他国家政府都没做过的。

我离开民政部之后，建立了
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它也成
为一个重要的桥梁。 毫无疑问，
像救灾、慈善、福利的政策，原单
位发的文件我理解肯定会快一
点。 以各大高校学院、研究院为
代表的机构，也与政府形成了互
动机制。 很多政策的解释、研究、

沟通、对话就有了，没有变成对
抗和吵架。 在这样的过程中，民
间与政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到十九大的时候，民间组织
也没想到，十九大这么充分肯定
社会组织的作用， 我们都很意
外。 得到政府的重视，我们更应
该做好这个对接工作。

公益行业的组织方式离老
百姓还很远

《公益时报》：2008 年的捐赠
总量有了巨大突破， 但看比例，
这些年来企业捐赠一直占多数。

王振耀：中国社会力量的增
长、民众爱心的增长，其实经历
了一个过程。

以前咱们贫困啊，像上世纪
90 年代初华东水灾，募捐主要来
自港澳台和其他国家，募捐量是
超过大陆的。 1998 年抗洪的时
候， 第一次境内捐赠超过境外，
当时我很感慨。 2003 年非典捐赠
额接近 40 亿元，2004 年印度洋
海啸，我国民间向境外捐款 6 亿
多。 这些大数我现在还记得。

民间展现出越来越多的善
意。 政府有一个消化过程。 在捐
赠中，民间组织、捐款人都向政
府提了很多中肯的建议，包括如
何实施项目、进行救助，这也改
变了我的很多想法。

但直到现在国内企业大额
捐赠占比一直高于公众捐赠，我
认为这就是现在的组织方式不
适应公众爱心的要求，起码在公
众募款方面就很落后。

我们的组织方式，离老百姓
很远。 跟国外相比，第一，我们社
区基金会不发达，国外社区互助
也是算捐款的。 但国内的社区凝
聚力很弱， 社区基金会很少，满
足不了人民互助的需求。 事实
上，社区里听说哪个楼的谁需要
帮助了，号召一人捐一百，大家
都会很热心， 但现在没这个途
径。 所有组织的宣传都是“捐款
到贫困地区”，贫困地区要捐，但
同时不要忘了，你所在的社区就
有很多人需要帮助。

第二，国外的实物捐赠非常
多，比如旧衣物捐赠，折算价格
后也可以凭捐赠证明免税。 现在
咱们实物抵税还没有摸索出一
套方式。

所以说不是因为中国老百
姓自私、捐款不够，是我们的组
织方式、体制有缺陷，个人捐赠
还存在着不方便。 我认为下一步
慈善事业的一个重点是社区慈
善。 社区慈善不发展，中国的慈
善就还在天上飘着。

事情总得要有人做

《公益时报》：回到您个人的
问题，汶川地震的救援对您个人
后来辞职做公益有影响吗？

王振耀：其实影响很大。 汶
川地震后，我越了解老百姓的苦
难，越了解社会对公职人员的需
求， 就觉得人生不应该那么刻
板。 我应该借助这些年的经验，
把它奉献给社会。

汶川地震之后，很多慈善政
策在不断调整，反而民间组织有
些跟不上政府的节奏。 那段时
间，我内心很焦躁，开了很多座
谈会，想推动民间慈善，有时候
就觉得推不动。 我当时代表政
府， 我认为一直到现在为止，中
央对慈善的热情或政策的开放
度是超过我们民间的。 如果民间
慈善事业起不来，中国的社会层
面是很脆弱的。

但民间慈善要跟老百姓的日
常生活去接触， 不接地气是不行
的。那这个事情总得要有人做，我
觉得我那时候也 56 岁了，最合适
把这个难题推一下。 所以当时李
连杰先生邀请，我也觉得应该做。

你如果有社会责任心的话，
其实就会对这个事情很焦虑，不
是个人的焦虑，是对社会的焦虑。
我觉得很有意义。 从 2005 年之
后，接触到很多慈善方面的朋友，
我希望能当好他们的垫脚石，让
他们踩着我的经验往上走。 现在
看出来这 8年，我觉得很有意义。

《公益时报》：汶川地震影响
了一大批年轻人，他们之中不少
成为了专职公益人，对这批曾共
同奋战在一线的人们，您想说点
什么吗？

王振耀 ：我想说的是，汶川
地震救灾已经十年了，整个公益
圈，特别是参与汶川救灾的这些
朋友们，恐怕都应该再做进一步
的提升。

这十年，中国和世界的慈善
事业又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也
应该再上一个大的台阶。 这一次
不是大灾大难的挑战，而是提升
性的挑战。 它要求我们学的更
多，要求我们要去驾驭一些公益
金融、环境科学，与国家政策对
接。 这就需要我们在应对这些大
的社会需求面前， 做更多的调
整。 正是在这样的调整过程中，
我们也才能更快地成长起来。 ?

我对这十年来参与汶川救灾
并依然坚持的人们， 特别表示致
敬、钦佩。他们是社会组织领域的
宝贵财富，所以也要珍惜自己，善
于把自己再提升到更高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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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年前的 5 月， 时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的王振耀在汶
川指挥协调救灾；两年后，他从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
司司长的职位辞职，成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

汶川十周年之际， 抚今追昔，《公益时报》 记者采访了王振
耀，听这位政府与民间组织的“中间人”，讲述当年救灾经历、十
年公益之变以及他对汶川救援志愿者们的共勉之词。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